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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85年音乐文学的创作流变与文化传承

王春燕

［摘  要］鲁艺是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其在音乐文学领域的探索具有时代属性与文化价值。通过查阅

资料和文本解读，系统梳理了自 1938 年鲁迅艺术学院成立至 2023 年沈阳音乐学院以来在音

乐文学领域的创作成就与发展历程。在延安时期，音乐文学确立了以革命现实主义为核心的

美学范式；在新中国建设时期，音乐文学坚持“艺术为工农兵服务”宗旨，推动社会主义文

艺话语体系的完善；改革开放以来，音乐文学着重实现传统基因与现代审美意识的创造性转

化。音乐文学始终与民间文化保持紧密联结，“真情创作”的准则贯穿各发展阶段，成为连

接艺术真实与社会现实的关键纽带。从方法论层面看，鲁艺创作者突破单一艺术门类局限，

整合民歌、戏曲、歌剧咏叹调、合唱、戏剧等表演形式，丰富了舞台艺术的表现力。鲁艺在

音乐文学创作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为中国革命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范例，对当代文艺理论体

系建构起到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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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艺术学院在抗战烽火中应运而生，其成

立初期，正值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当时的艺术被

赋予了重要的政治使命，成为团结广大群众、凝

聚力量的关键载体。1938—1945年，共开办了四

期文学系。其间，培养出贺敬之、光未然、安波、

张黎等 20余位词作家［1］。这些词作家的作品不仅

深刻体现了时代精神，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饱

满的情感成为历史叙事的载体。1939 年 7 月，周

恩来为《黄河大合唱》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

为大众谱出呼声。”该题词可视为抗战时期鲁艺音

乐创作的核心使命的精炼概括。1942 年 5 月，毛

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明确了党的

文艺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此后，鲁艺音乐

文学创作始终紧密围绕抗日、民族解放和社会主

义建设的主题，逐渐形成了具有战斗性、民族性

和人民性的特色。本文谈及的“鲁艺”，既包含各

历史阶段的办学实体，也涵盖了历代赓续鲁艺精

神的直系传承院校和鲁艺传人。

一、革命现实主义的奠基：鲁艺音乐文学的

美学范式初探

朱谦之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中提出：“所谓

平民文学，一定就是音乐文学，换一方面说，音

乐文学之所以成为平民文学，即因其有真挚的情

感。今后的希望是文人能够讴歌，并且要让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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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从心坎里唱出最好听、最微妙的‘音乐文学’

来。那时‘白话文学’才算完全建立了。”［2］这一

表述明确了两个观点：第一，音乐文学是平民文

学，真正的平民文学应当具备真挚的情感，而音

乐文学正是这一特质的极致体现；第二，音乐文

学的最终目标不应只是形式上的革新，更需建立

能自由传达个体真实体验，并且具有高度共鸣性

的表现方式，能够实现更深远的人文价值与社会

影响。由此可见，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音乐文

学，不仅是文学与音乐结合的艺术形式，更是大

众文化传播与情感的表达，是社会思潮、民众心

理与文化变迁的重要体现。

20世纪上半叶，战争与救亡运动引发社会结

构剧烈变动，人们亟须一种能够承载情感宣泄与

精神鼓舞的艺术表现形式，这便催生了广泛的群

众歌咏运动。在这一过程中，音乐文学逐步成长

为连接个体体验与集体命运的纽带。凭借歌曲传

播上的便利性与大众接受度，音乐文学打破了时

间和空间上的诸多局限，持续在更广阔的历史语

境中发挥深远作用。

（一）明确创作宗旨，推动音乐从“精英化”

向“大众化”转型

部分鲁艺诗人和作家借鉴“五四”以来艺术

歌曲的文学风格，创作了大量具有较高艺术价值

的合唱、独唱作品。1938年，在莫耶作词的《延

安颂》中，“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

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平坦的原野，群山结成

了坚固的围屏”等诗句，既保留古典诗歌的凝练

美感，又传递出作者对革命理想的赞颂，构建了

富有革命理想主义色彩的精神图景，成为吸引无

数青年奔赴延安的“精神号角”。1939 年，在光

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中，“我站在高山之

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掀起万

丈狂澜；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从昆仑山下，

奔向黄海之边，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歌词

中的叙述主体“我”，以第一人称视角站立于高山

之巅，俯瞰黄河奔流，目光所及是整个中华大地与

亿万人民，营造出宏阔的空间感和历史纵深。这部

作品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声乐套曲

之一，被誉为“民族危亡时刻奏响的时代最强音”。

作品糅合了七种风格的演唱方式，通过多声部合唱

与独唱间的交错转换，塑造了强烈的戏剧氛围，让

整部套曲充满情感张力。1939年底，由公木作词

的《八路军进行曲》，以“向前！向前！向前！”的

简洁、有力、铿锵的节奏开篇，生动展现了八路军

将士“踏着祖国土地、肩负民族希望”的英勇姿

态，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1988
年，这首歌被正式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成为

鼓舞全体官兵奋勇前行的不朽旋律。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

话时指出：革命现实主义强调文艺作品必须深植

于社会实践，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并通过典型化

塑造增强艺术感染力。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强调：

“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

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

为工农兵所利用的。”［3］《讲话》内容也转变了此

前音乐创作中存在的“学院派”倾向，促使师生

深入工农兵生活，向民间艺人学习。

（二）民间元素与创作实践的有机融合

从美学角度看，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学展现了

鲜明的革命现实主义风格。作品内容突出斗争精

神，与此同时，创作者也将民间文化元素进行整

合，使作品更加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实际。在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理论指导下，词作者将创

作技巧与大众审美需求相结合，采用朴素、易懂、

口语化的语言形式，使作品迅速在群众中传播。

1943年，由绿永、舒模作词的以激发斗志为核心

内容的歌曲《跌倒算什么》，以“跌倒算什么，我

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着生，站着

生，死也站着死，站着死……天快亮，更黑暗，

路难行，跌倒是常事”的简洁句式，展现了强烈

的节奏感。这种创作手法深受民歌传统的影响，

将日常生活智慧与广大群众朴素的人生态度融入

歌词，实现革命主题与群众表达方式的有机结合。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词作者大量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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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传统民歌、小调的音乐与文学元素，改编出具有

时代气息的新式革命歌曲，让革命歌曲成为“黑夜

里的灯塔”，既激发了军民的斗志，又凝聚了民族

的力量。1943年，安波作词的《拥军花鼓》，借鉴

传统民谣的叠句式、问答式结构，以“嗨呀梅翠

花，嗨呀海棠花”的衬词烘托情感，营造了活泼热

烈的表演氛围。该作品延续了花鼓戏“通俗易懂、

贴近生活”的特点，刻画了支援前线的百姓形象，

使民间艺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焕发生机。

刘忠德在《中国抗日战争歌曲集》序言中提

到，在 283 首歌曲中有“松花江上的控诉，雪海

林涛中的呐喊。黄河在咆哮，扬子江畔的号角，

圣地延安的总动员。八路军的捷报，新四军的挺

进，游击队的智慧……”，“每一首歌曲都有它深

厚的背景，有它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画面；

每当回忆抗日军民英勇奋斗，前赴后继，冲锋陷

阵的场景，耳边都会响起激情的歌曲”［4］。一方

面，这些作品通过简洁直白富有激情的语言、朗

朗上口的旋律，具备高度的大众传播性；另一方

面，这些作品深刻反映了时代特征，为后续中国

革命歌曲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主流音乐

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话语体系转向：鲁艺音乐文学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转变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鲁艺音乐文学的创

作重心逐步转移到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上，强调贯

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突出人民性、集体意识以

及国家叙事等元素。作品多强化社会主义文化的

认同感、激励群众参与劳动的积极性、描绘理想

社会蓝图等。

（一）新文艺话语体系的建立

与抗战时期主要强调民族存亡和阶级斗争的

主题不同，1949年以后，鲁艺音乐文学更多聚焦

社会主义建设，呈现人民群众在工业化、农业合

作化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奋斗历程。歌词创作通常

以“劳动”“集体”“祖国”等为核心主题。1950

年，王莘作词的《歌唱祖国》唱道：“五星红旗迎

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

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首歌走过七十余年，

在不同时代与社会群体均赋予其不同的意义：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首歌传达的是人民对

国家繁荣富强的热切期盼；改革开放时期，这首

歌被视为象征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豪迈表述；

进入21世纪，“我们爱和平”不仅是一句口号，更

体现了中国崛起后的自信与责任担当。高度凝练

的歌词具有延展性，可实现跨越时代、跨地域界

限的理解与情感共鸣。这首歌以“建设”和“愿

景”为核心意象的表现手法，在 20世纪 50—60年

代的歌曲创作中得到延续并深化。1963年，李劫

夫作词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唱道：“我们走在大

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气势

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

这首歌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

会主义的信念，也彰显了全国人民在困境中战胜

灾难的勇气和精神。1950 年，管桦作词的歌曲

《我们的田野》，通过儿童视角刻画了祖国秀丽风

光，如“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碧绿的河水，流

过无边的稻田。无边的稻田，好像起伏的海面”。质朴

自然且充满童趣的歌词，将伐木工人、勘探队员等

劳动者融入诗意画面，勾勒出充满希望与活力的田

园景象。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推进农业合

作化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田野”“稻田”“大

路”等意象频繁出现在歌词中，这既反映了社会

与自然环境的巨大变迁，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憧憬。

（二）“劳动者抒情”模式的发展与特征

20世纪 50年代，中国现实主义理论在推进中

受到多种因素影响。1956年，中国作家周扬率团

参加第二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会议对法捷耶夫

路线进行了深入反思，并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

“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

任务”等表述予以调整，更强调艺术规律［5］。在

这一背景下，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逐渐展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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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发展的态势。许多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再拘

泥于以往程式化和模板化的叙事方式，而是更加

注重社会现实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人物内心

真实情感的表达。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方针（以下简称“双百方针”）为中国社

会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1951年，毛泽

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

新”。1956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将

“双百方针”确立为指导艺术与学术发展的重要政

策并强调，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

保障学术思想和文艺创作自由。这一方针不仅促

进了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的繁荣，也对社会主义

文艺表达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6］。进入 20世纪 50
年代后期，鲁艺音乐文学领域逐渐形成了一种

“劳动者抒情”的叙事范式。“劳动者抒情”赋予

普通人更多展现日常体验和主体意识的空间，劳

动者不再仅作为集体精神的象征，而转变为在社

会变迁中积极探寻个人价值、展开自我探索的能

动个体。1955年，鸣戈作词的歌曲《村姑娘的愿

望》，通过女主人公在面对农业机械化时的一系列

联想展现了相关内容，如“姑娘两只手把着辘轳，

两只眼睛望着路上。只见路上有铁牛在欢快歌唱，

这便引得姑娘浮想联翩”。作品通过展现主人公丰

富的内心活动和她对机械化生产的憧憬，表达了

姑娘对突破传统劳作方式的潜在渴望。这种细腻

而真实的人物描写，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

人性书写方面呈现新的发展迹象。

随着“劳动者抒情”这一独特叙事方式的出

现，音乐文学对女性角色的形象塑造也悄然发生

了变化。在早期的音乐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被

塑造为革命队伍中的英勇战士，或者是在家庭与

集体之间无条件服从的传统形象。然而，在新的

叙事模式下，女性角色开始拥有鲜明、真实的个

性，她们敢于表达内心深处的思考，敢于抉择。

1956年，在管桦作词的《姑娘，你跑向谁家》中，

作者通过“桃花被她惊落沾满鬓角”“羊群受惊侧

目远望”“野鸭慌乱藏身水底”等一组具有画面感

和生活气息的意象，把女主人公因思念阿哥而表现

的急切、羞涩和期待都细致地勾勒出来。歌词中

写道：“盼阿哥早把黄河变清河，心中不必牵挂。”

她反复问询 （也是自问）：“我是应该耐心等待，

还是主动出发去找他？”这些心理刻画，将人物内

心矛盾、徘徊甚至不安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对

细节和情绪层次的雕琢，让舞台上的女性角色变

得愈加丰满、多彩，她们不再是符号式的人物，

而是真实可感的、有温度的、立体的女性形象。

（三）政治话语与音乐文学创作的辩证审视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体系中，政治话

语往往承担引导创作方向、塑造社会理想并影响

公众情感认同的重要职责。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

段看，过于强调政治功能也会限制文学创作，如

审美取向单一、作品内容和表现出现重复与模式

化、缺乏深层次的人文关怀等现实问题。

林岗在重读《讲话》时提出：“不过就文艺所

起到的精神层面的作用来讲，它既能够起到动员

群众以及鼓舞人心的动员和激励的作用，同时又

具备那种可以流传很久、能够揭示心灵价值的能

力。战地文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诞生的，所以

不可避免地会侧重于它的动员和激励功能，在一

定程度上会忽略它揭示心灵价值的这一方面。”［7］

《讲话》里有些内容属于经常存在的道理，是普遍

适用的规律，而有些内容则是适应特定环境和条

件的一种权宜之计［8］。1966—1976年，艺术创作

活力与此前的蓬勃之势相比，明显出现减弱态势，

彼时的文艺生态亦随之陷入相对沉寂的状态。如

今，这些特定时期的文艺作品已成为承载时代记

忆的符号，为研究者观察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窗口。

三、传统与创新的突破：改革开放后鲁艺音

乐文学的创新实践

20世纪 80年代，市场机制逐渐对文化领域产

生影响。鲁艺音乐文学创作者将传统文化元素和

当代思想结合起来，让作品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1983 年，胡宏伟作词的《长江之歌》唱道：“你

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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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

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歌词用壮

丽的自然景色作隐喻，象征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

意志，以抒情且贴近大众审美的语言增强了传播

效果和感染力。1986年，张黎作词的《篱笆墙的

影子》唱道：“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哟，月亮还是那

个月亮……星星咋不像那颗星星哟，月亮也不像

那个月亮……”作者采用对比手法，将山村中

“变”与“不变”并置。歌词前半部分描绘了时间

流逝中不变的景物，后半部分则展现了变化的图

景，折射出中国农村改革进程中“战愚斗顽”的

主题。作者用平实又意味深长的语言，表达了对

乡村观念更新和觉醒的期盼。这种书写方式在记

录历史、反思现状、展望未来上与鲁艺音乐文学

传统保持了一致性。1994年，张千一作词的《青

藏高原》唱道：“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

千年的祈盼？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还是那久久

不能忘怀的眷恋？”作者结合自然、人文、宗教等

情感，用诗意语言描绘出一幅震撼且有韵律的大

美画面。歌词里频繁出现“祈盼”“眷恋”“庄严”

等词语，让歌曲有了净化人心的力量。当通俗歌

曲承担起“大我”情感并致力于挖掘民族特色时，

其影响力能够突破特定群体，被广泛传播。尽管

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环境使文艺生态发生显著

变化，但鲁艺传统倡导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仍对当代音乐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21 世纪以

来，主旋律歌曲不断涌现，这些作品在形式上充

分吸收了流行音乐的诸多元素，同时延续了鲁艺

精神中蕴含的人民性与社会责任感。如庞龙为

2023年杭州亚运会火炬传递作词的主题曲《燃》，

通过热血澎湃的歌词突出了“使命”“梦想”“力

量”的主题，描绘出一幅热血沸腾、充满希望的

青春图景；2023年，为纪念沈阳音乐学院建校 85
周年，赵恒心为歌曲《血脉》作词，其歌词“你

是我生命的源泉，你是我灵魂的火焰，你是我前

行的力量，你是我永恒的信念”传递出红色基因

与理想信念的核心内容，弘扬了尊重历史、凝聚

共识，助力民族复兴的使命担当；2022年，杜志

学作词的《英雄》，用温暖细腻的语言描绘了英雄

鲜活的形象：“炮火激荡起你冲锋的勇气，来不及

留下最后的话语，鲜血洒在了滚烫的土地……眼

前可是你期待的模样……有过多少牵挂和多少希

冀，在花样的年纪勇敢燃烧自己。”歌词展现了英

雄在面对个人选择与集体责任时体现的崇高精神。

无数革命志士凭借不屈的意志和牺牲精神实现了

民族解放。这段真实历史“不仅是文化自信构建

的重要支撑，也是塑造当代民族记忆不可或缺的

重要组成部分”［9］。鲁艺音乐文学始终传承民族精

神，将崇高价值观融入国家记忆，为当代文化传

承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四、鲁艺音乐文学的传承与当代价值

鲁艺音乐文学在社会变革与文化建设进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全球化迅速发展和数字化

转型带来的深刻变化，音乐文学蕴含的民族精神

及其对艺术追求的坚持，依然具有启发意义。首

先，始终坚持“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理念，

强调创作活动要紧密结合群众生活，反映民众的

实际需求。这一思想至今仍构成中国文艺创作理

论的核心基础。其次，音乐文学高度重视抒发真

情实感的创作原则，认为艺术表达必须深植于真

实情感体验之中，这样才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

深层次的精神共鸣。再次，率先探索了多种艺术

形式融合的方法，将民歌、戏曲、话剧等不同艺

术门类有机结合。“‘鲁艺’是包容创新，是在坚

持民族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有所鉴别地吸收外来

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特性、形式相融合，以我为

主、兼容并蓄、创新发展。”［10］它为新型综合性艺

术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扎根人民、服务大众的时代价值

在延安鲁艺时期，鲁艺人积极响应毛泽东

“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的号召，启动

了我国首次系统化的民间音乐采录工程。1938—1946
年，师生深入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记录下超过

4000首民歌，以及说书、道情等 12种传统艺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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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1］。这些珍贵的民间素材经过艺术加工，既保

存了艺术原生形态特质，又赋予其与时代相契合

的新的表达方式。1943年，贺敬之作词的《南泥

湾》唱道：“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来到

了南泥湾，南泥湾是好地方。到处是庄稼，遍地

是牛羊。”作者用看似平凡却富有感染力的语言，

将南泥湾的丰收景象与劳动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花篮的花儿香”这一句，在语言层面上不仅具有

节奏感，还通过“香”这一嗅觉性的词汇为整首

歌曲增添了生动性和“第一现场感”；“听我来唱

一唱”这一句则把山歌抒怀的情境建立起来。从

“花篮”的喜庆起笔，到“庄稼”“牛羊”的繁盛，

再到最终升华为“陕北好江南”，整个叙述过程展

现了一条由荒凉到繁荣、由困境到希望的发展轨

迹，而这种发展轨迹正是当时中国革命事业逐步

走向胜利的微缩写照。这些作品还强调了歌词内

容与表演方式之间的紧密联系。1943年，贺敬之

作词的《七枝花》唱道：“什么花开朝太阳？什么

人拥护共产党？什么花开穿在身？什么人的话儿

记在心？”作者采用问答结构和反复句式，通过节

奏变化增强舞台表现空间。1942年，张鲁作词的

《有吃有穿》唱道：“白个生生的衬衣布，齐个噌

噌袄和裤，夏天穿上凉爽爽，那么冬天穿上暖个

堂堂，嗯哎咳咳哟，有吃呀有穿呀，有吃有穿有

力量。”作者采用口语化风格描绘日常生活场景，

作品利用叠字、衬词、重复句型，以及地方方言

等多样化手法，使听众能够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秧

歌表演中人物的动作与情感。这类创作方式凸显

了革命文艺中音乐、戏剧和表演等多重艺术手段

的融合特色。师生走到田野乡间，与百姓同吃同

住，获取了最真实直接的一手素材。基于实践、

贴近民众的创作方法，使人们深刻理解民间文化

的意义，推动了传统文化资源在当代社会的传承

与发展。

（二）“情真性”创作实践的时代价值

当前社会文化呈现多元趋势，人们对音乐文

学作品的诉求发生根本性转变，更希望透过作品

触达真实情感，建立与创作者的深层对话。85年

来，鲁艺音乐文学始终围绕“情真性”展开，这

份坚守至今仍然焕发着巨大的生命力。

正如《乐记》所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

也。”旋律是内心的流露，是情绪和思想碰撞的声

音。在创作中，师生通过爱与憎的情感表达，完

整呈现了人类生存境遇中的希望与苦难。“爱”体

现作者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包含对普通民众生存

状态的深刻理解；“憎”表现为作者对社会矛盾的

批判。这些既丰富多彩又深刻诚挚的情感，穿越

表象、直击本质。实践证明，鲁艺创作体系的核

心在于真实情感表达。这种源自生命本能的艺术

诉求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只有扎根真实情

感的艺术创作，才能形成跨越时代的持久影响力，

使创作者与受众间真正地产生深层次联结。

“体恤万民情，道出百姓心。”优秀的作品一

般都应做到好听、上口、好唱、有劲，抒情抒得

过瘾，言志言得痛快。只有真正深入生活海洋最

富波澜的位置，并从那里汲取素材并进行创造性

表达时，艺术家们才可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

“道出百姓心声”的作品［12］。仅停留于技术层面

的精雕细琢，没有“情真”或“情真”不够，就

无法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共鸣。在当代文艺面对更

加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背景下，“情真”的内核

表达与正向价值引导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三）在综合性艺术中的贡献与启示

鲁艺音乐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创新探

索精神，积极探索不同艺术形态的深度融合，并

通过大量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鲁艺音乐文学将

民间秧歌、山歌歌谣、传统戏曲、歌舞、话剧、

表演等元素结合，为中国现代戏剧发展提供了典

范。如鲁艺音乐文学以陕北秧歌为基础，融入现

代戏剧元素，形成了既贴近民族脉搏又充满时代

精神的新型舞台表达。1943年，王大化、李波作

词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即以根据地农民生产自

救的真实场景为素材，通过“兄妹二人积极劳动”

的简单叙事，宣传大生产运动，将“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的政策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

式，获得广泛关注，为新秧歌剧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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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贺敬之、丁毅作词的歌剧 《白毛女》，

将民歌、戏曲、咏叹调和合唱等多种表现手法有

机结合，增强了剧情张力，感染了亿万观众，成

为鲁艺民族歌剧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3］。这些实践

为后续戏剧发展提供了可操作的创新路径。

五、结语

鲁艺音乐文学的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了

不同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

意识形态及审美风貌，还能够灵活适应社会变迁，

并持续革新自身内容形式以扩大社会效益，因此，

在相关学术领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革命战

争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鲁艺音乐文

学坚持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以真挚朴素

的语言和情感表达，有效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忱，

并唤醒了群众广泛的斗争意识。1949年后，随着

话语体系由革命动员向意识形态建构转型，鲁艺

音乐文学承担起塑造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责任。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其创作实践与“劳动者

抒情模式”紧密结合，为工农兵生活提供了独特

表现视角，这也标志着鲁艺音乐文学由单一社会

功能向多元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步入市场经济时代，多元文化思潮涌现，大

众审美日益呈现个性化、多样化趋势。在这样的

背景下，鲁艺音乐文学既坚守自身艺术传统，又

积极吸收流行元素，不断拓展题材领域，成就颇

丰。秉承继承民间文化传统理念，扎根人民、服

务人民；创作坚持“情真”原则以情化人、以情

动人；在综合艺术领域开展跨界创新实践。鲁艺

音乐文学紧跟时代步伐，心系现实、关注国运，

与民众休戚与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强烈的

文化担当。

本研究虽已对截至 2023年的鲁艺音乐文学发

展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但这一领域仍处于持续

演进之中。笔者将持续关注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的

新探索、新形式与新实践，并进一步深化对其当

代发展路径与理论价值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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